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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韓國自2008年1月1日開始施行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其制度與我國之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就參與審判人民之來源、選任、評決係勸告效力、試行後決定最終型態等均有相類之處，藉由與韓國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主管廳處以及實際操作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法官、檢察官交流，可從中學習其等多年實際經驗，有助我國關於人民參與審判之司法制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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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壹、考察緣起與目的
司法院與行政院於2012年6月14日將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同時司法院並陸續擇定臺灣士林、嘉義、基隆、高雄、花蓮及宜蘭地方法院進行模擬審判，迄至2015年9月合計已辦理38場模擬審判，期藉實際操作熟悉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並累積實證經驗，以利建構完善法制。
韓國自2008年1月1日開始施行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至2013年12月31日止，已有超過1千件之刑事案件以國民參與審判之方式進行審理，聲請案件數，從最初233件，至2013年已躍升至732件。第二審對於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撤銷率為26.1%，低於全國高等法院撤銷率之40.7%，顯示該新制尚屬穩定。
韓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與我國之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就參與審判人民之來源、選任、評決係勸告效力、試行後決定最終型態等均有相類之處，藉由與韓國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主管廳處以及實際操作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法官、檢察官交流，可從中學習其等多年實際經驗，有助我國關於人民參與審判之司法制度發展。是本次考察由司法院主辦，前往實際旁聽該國地方法院案件自選任陪審員起，至審理、評議、宣判之完整過程，以了解該國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實務操作方式，作為我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參考借鏡。

貳、韓國法制背景
韓國於二次大戰前之刑事訴訟制度，係繼受自歐陸之法制（即卷證併送、職權進行等），戰後刑事訴訟法雖有修正，但仍維持既有之訴訟型態，並未如同戰後日本一般大幅度修正刑訴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
然該國於1961年發生軍事革命，朴正熙掌握大權並進行司法改革，引進日本的當事人進行主義以及傳聞法則等規定，但仍未採行起訴狀一本制度。直至1982年大法院（即最高法院）制定刑事訴訟規則時，才在規則中明訂採行起訴狀一本，其背景係因法院對於檢方固有提出證據之方式極為不滿，蓋傳統採行卷證併送，係先進行被告訊問，次為書狀調查，但檢察官在起訴時因卷證併送，便將所有卷證書狀全部送至法院，完全未加過濾整理，但法院認為既已採行當事人進行，相關事證應順次提出，檢方非但未順次出證，更未區別有利被告及不利被告之證據，或篩檢具有證據能力者，使法院甚感困擾，故大法院便在刑事訴訟規則中明定檢察官起訴時，不可連同事證一併提出予法院，需待日後審理時方能依序提出事證，就此而言，該國起訴狀一本制度之發展背景，似與「防止預斷」之概念較無直接關係。
再者，雖該國在訴訟規則中規定改採起訴狀一本，但刑事訴訟法並未修改，因此關於證據提示的方式仍維持訴訟法固有規定，即「先訊問證人、再調查書證」，然此時便形成問題，因過去檢方將卷證送至法院後，此卷證均成為訴訟資料，辯護人可向法院聲請閱卷，訊問證人前可經由該等事證相當程度掌握案情，然成為起訴狀一本新制後，卷證均仍在檢方而非法院，辯護人無從聲請閱卷，換言之，進行證據調查（訊問證人）時，辯護人完全無法掌握狀況，對被告防禦權造成實質妨害，此制在當時韓國堪稱備受抨擊。
因此，韓國於引進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時，為彌補上述缺憾，故在刑事訴訟法中將證據調查之順序進行調整，改為：「先調查書證，再訊問被告」，使辯護人得進行實質防禦。此外，其認為若要讓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成功，一定要讓人民得深度參與，同時可在處理審判事務後儘速回歸日常生活，故審判前之爭點整理即屬關鍵，也於此時導入「證據開示制度」，辯護人可向檢方要求開示證據，檢察官有不同意見時，則向法院聲請由法院裁定開示。
準備程序加上證據開示制度，理論上應可讓審判較快速終結。另外，韓國案件多能於一天審結，實際層面亦可能因新制甫起步，法官選擇之案件相對較簡淺明確所致，及準備程序階段時，法院會強力行使訴訟指揮權，促使檢辯雙方盡量刪減非必要之主張，透過爭點整理，促進審判。
另外，韓國亦修正相關上訴規定，第二審原則不得提出新證據，以示對一審審理之重視，大法院判例也認同應為如此，即：一審法院係直接訊問證人而獲得心證，故二審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應尊重一審裁判為宜，貫徹所謂「一審中心主義」。

參、參訪過程及觀察（以法庭旁聽為主）
本次考察，於釜山地方法院進行旁聽。案情摘要略為：被告某甲（女性）基於竊盜竊盜犯意，佯裝顧客進入A銀樓，但無機會著手即離去，再基於相同犯意，以相同手法佯裝顧客進入B銀樓，同樣因無機會著手竊取即行離去，嗣再進入C銀樓，趁店員接待其他顧客無暇他顧之際，竊取金飾得手，最後以相同手法進入D銀樓，並竊取金飾得手。數日後，甲將竊自前開銀樓之金飾，謊稱係己所有出售與E銀樓，並得款花用，此部分被訴詐欺。主要爭點則為：一、甲就前述A、B部分是否有足夠事證認為有竊盜犯意？二、甲行為時是否屬精神耗弱？
當日上午9時30分開始旁聽，先進行陪審員審理程序。是日到庭者，係由符合資格之國民中已隨機選出之候選陪審員共46名到場，再從此46名中經選任程序選出9名正式及1名備位合計10名陪審員進行審理。然韓國制度特色之一，係選任完成後暫不告知何人係備位，審理過程中全員10名均共同參與，必待審理程序完成進行評議前，方宣布告知何人為備位，目的在確保審理過程均能全心投入，不致因知悉自己僅是備位而有所輕忽。
附帶說明的是，其陪審員之評議意見對職業法官無拘束力，僅有「勸告」效力，純供法官參考，最終決定權仍由法官為之。經事後座談交流得知，理由有二：一為違憲疑慮，蓋韓國憲法規定與我國同，明定審判只能由「法官」為之（日本憲法係規定由「法院」為之），人民顯非此定義之「法官」，若亦賦予與職業法官相同最終決定權而進行終局判斷，恐有違憲之虞，其二則經民意調查，多數人民對於將最終決定權交予非法律專業之一般國民，仍有疑慮，相對仍較信任專業法官判斷，故法制設計上陪審員無終局決定權。
選任程序過程，首先由法官向到場46名陪審員宣讀確認有無下列消極事由（若具備，則排除之）：（一）「缺格事由」：禁治產者、受破產宣告者、受實刑宣告後執行終結未逾5年者、受緩刑宣告緩刑期間終了之日起未逾2年者。（二）「除外事由」：現任總統、國會議員、地方自治團體之首長或議員、法官、檢察官、辯護人、法院或檢察機關公務員、警察、矯正機關公務員、軍人等（三）「免除事由」：年滿70歲以上者、依法被逮捕拘禁中者、5年內曾以候選陪審員身分於選任期日出席者、因該當於徒刑以上之罪被起訴尚未終結者、因重病、傷害、身心障礙致出庭有困難者、其他不得已事由致執行陪審員職務有困難者。（四）「除斥事由」：被害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被告或被害人之親屬、該案件之證人、鑑定人、曾擔任該案件之檢察官或司法警察等。若有其中情形之一，法院即得裁定不選任而先予排除，本案46名候選陪審員中，有9名符合上列事由，故先為排除，僅就剩餘37名中繼續進行選任程序。
繼由法院工作人員以人工抽籤方式抽出10名（正選9名及備位1名）移座至陪審員席位，首先由審判長詢問前提問題：是否有彼此認識者、曾否修習法律或家中有人修習法律、告知「無罪推定原則」有無不同意者、有無不能遵守審判長指揮者等，均確認無疑義後，即由檢辯進行詢問。
本次檢方提問共20題，辯方10題，每輪次詢問完畢後，依規定各得不附理由拒卻5人（附理由拒卻不限人數，但應得審判長同意）。首輪詢問完畢後，檢方拒卻3人、辯方拒卻1人，故需再從候選陪審員中抽出4人，補齊後進行次輪詢問，如此反覆，總計至第4輪才完成選任程序，確認10名陪審員。較為特別的是，該國制度為確保審理過程陪審員均能全神貫注、專心聆聽，故暫不告知何人係備位陪審員，迨至審理結束辯論終結，評議前方宣布何人為備位。
選任程序至中午結束，當日下午約1時進行審理程序，首先由陪審員宣誓、審判長告知刑事案件審理流程，再點呼被告入庭（本案被告在押）由審判長訊問確認人別，繼之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及舉證計畫後，旋由辯護人陳述答辯要旨及答辯證據。
次為調查證據程序，韓國現行制度係先調查物證再訊問證人業如上述。且因採起訴狀一本主義，故證據並非法院提示、朗讀，而係全由檢辯依自身策略、節奏鋪陳，檢察官主要出示證據有被害人告訴狀（以投影設備顯示，當庭朗讀同時說明待證事實，以下同）、被告及被害人警詢、偵查筆錄、被告前案紀錄、和解書、悔過書及被告就醫紀錄（因被告之辯護人主張被告行為時精神耗弱，檢察官以就醫紀錄反駁之），辯護人出示證據則有：A、B銀樓之監視錄影畫面（證明被告並未著手行竊）、被告父親警詢筆錄等。前開書證調查時間合計逾2小時。
次為證人（經準備程序確認為A、B銀樓之店主）交互詰問，然對兩名證人之檢辯交互詰問，合計僅約6分鐘即結束，未產生太多交鋒，檢辯詰問後由合議庭訊問，則歷時約1小時，反用去較多時間。繼之，辯護人、檢察官與陪審員（經由審判長）再依序詰問被告之父親，瞭解被告之成長背景與精神狀態供為量刑參考，最後則為檢辯訊問被告、辯論程序及被告最後陳述等，此階段大致與我國相同。
辯論終結後進入評議程序，合議庭於此時始宣布何人為備位陪審員，除該備位陪審員外，其餘9名正選陪審員則進入評議室進行「評決」，此時審判長再次告知陪審員有下列任務：應推舉代表一人（評議時主持討論）、決定是否成立犯罪（過半數）、討論過程中應傾聽他人意見、得向法院請求閱覽卷證輔助討論，最後製作「評決書」送交法院參考，再由法院依「評決」建議為最終評議決定。
歷經一連串漫長討論，至當日晚間8時40分許，終於評議結束，審判長宣示本件判決結果略以：「A、B銀樓部分，證人（即店主）並未證述被告有竊盜犯行，監視器畫面也未拍到行竊畫面，且被告供述一致，未超越合理懷疑，故判決無罪，但此部分與成罪部分有包括一罪關係，不另為無罪諭知。C、D銀樓部分，被告竊取價值約336萬元，加上前案共6次構成常習犯，及詐欺（隱匿竊盜事實賣出贓物）亦成立犯罪。考量被告係累犯，但有悔意、與被害人和解、已賠償損失，被告家人表示可照顧被告等事由，判處有期徒刑2年」，旁聽結束。

肆、結論
本次參訪，實地旁聽該國案件審理過程，對該國實務運作留下深刻印象，並有下列感想：
1、 選任程序耗時過久：自當日上午9時30分起，至11時45分許才結束，過程中經由不附理由拒卻、補充、再詢問合計4輪次，且均以相同問題重複提問，造成時間延宕，若改為一次全員詢問完畢後再行抽選所需人數，或可較為省時。
2、 選認之提問預設立場：詢問候選陪審員之制度，主要想排除有特殊主觀偏見者，藉以篩選得公正進行審判之適格陪審員，然本場次實際運作情形，能否達成此目的卻非無疑，以辯護人之提問為例，其提問為：「1.您認為沒有物證，只憑前案犯行可以認定犯罪嗎？2.若是因罹患精神疾病，未服藥才導致犯罪，應該將此人關入監獄，或應返家接受家人的照顧？3.若是因小時候就學時遭到同學暴力對待、甚至性侵，因而罹患精神疾病，長大後不得已才犯罪，您認為仍應該自己負責，或社會全體都有責任」？將辯方立場明顯地包裝於問題中其意圖可謂招然若揭。另外，檢察官提問之一為，「何謂常業」此極為專業之法律問題，其立論若係：陪審員瞭解常業概念者較符合本件審理適格，則與引進非法律專業之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宗旨，是否背道而馳（尤其與選任時「除外事由」之排除法律專業工作者，顯屬矛盾）。
3、 書面審理及法院職權介入比重仍高：如前所述，自開審程序自檢辯出示書面證據調查完畢，歷時約135分鐘，但應為當事人進行主義下之審理重頭戲—交互詰問之法庭攻防，卻僅有6分鐘，其情形更像僅是將書面調查場景搬移至公開法庭，與理想中之當事人進行差距甚遠。其次該詰問證人之6分鐘係由檢辯為之，之後法官職權訊問證人，長達60分鐘，為檢辯詰問之10倍，比重顯然失衡，難以想像此是當事人進行。
4、 對人民缺乏信任的人民參與：選任程序選出之陪審員中，1名為備位，但至審理程序終結，開始評議前方宣告何人為備位，雖制度目的在確保每一陪審員審理過程中均能全神貫注，不至散漫分心，但亦同時顯露其對國民之不信任，既然擔任陪審員，便應全心投入，正選如此，備位猶然，因他的工作正是隨時要遞補、無縫接軌，此為擔任陪審員之基本態度，豈能以懷疑論進行制度設計。
5、 能否達成改革目的恐仍有疑問：僅經由2小時30個問題的提問篩選，是否就能選出能進行公平審判的適格陪審員，尤其在檢辯設計提問內容已充滿預設立場之前提下，更屬可疑，法庭活潑化之場景並未實踐，觀察到的是另一種書證調查的型態，更重要的，是如何檢證在此書證提示、朗讀的過程中陪審員已瞭解、掌握各該事證之意義，如何檢驗其有能力將各項證據與犯罪成立與否間建立連結（職業法官係以撰寫判決理由呈現其連結脈絡）？歷經一整日（逾12小時）冗長程序，顯已違反合理的可忍受極限，除了疲勞，很難論斷陪審員們對司法究竟還留下其他什麼印象。上述各點，或許可供為我國日後法制設計推展時，應引以為戒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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